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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 102–Yang Kuisong on Leniency to Killing Frenzy in Zhenfan 

  摘要：新中国镇反运动初期，中共中央决策层意见并不一致，毛泽东对于镇反运动开

展的时机和力度掌握更是几经反复，从“不要四面出击”到“大张旗鼓”，再到直接给各

地下指标、定任务，其中经过了怎样的历程？各地的镇反从最初的“宽大无边”又如何演

变成了“扩大化”，并因此带来何等后果，对新中国的政治走向又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

响？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suppression campaign in New China, the decision-

making leve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as not unanimous, 

and Mao Zedong's mastery of the timing and strength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suppression 

campaign was even more repetitive, from “don't attack from all sides” to “raise high the 

banner”, to directly giving targets and tasks to various places, what has been the journey? What was 

the course of events? How did the initial “leniency without bounds” of the local zhenfan evolve 

into “enlargement”, with all the consequences that this entailed, and what far-reaching impact did 

it have on the political direction of the new China? 

 

  引言 

 

  195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未久，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时间全国大

小城镇群情激昂，杀声震天，各地成千上万地捕杀反革命分子，大小报纸大张旗鼓地刊登

“杀”、“关”、“管”分子名单，形成了强大的镇压声势。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国

“杀”、“关”、“管”反革命人数有几百万之多。对于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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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反运动，至今尚未见多少深入的学术研究。Early 1950 beginning, wave of arresting and 

killing counterrevolutionaries spread across China, great clamor.  Within a year, the number of 

persons arrested, incarcerated and killed was in the millions.  Up until today, still not a lot of 

research done on the issue.  其中原因，相信一方面与相关档案的开放程度有一定关联，另一

方面，也许是更主要的，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当中，镇反运动的作用向来

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是争议最少的。One reason is because it was least controversial 以后的反右

运动、反右倾运动，乃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之所以更加为人瞩目，引起众多的

研究兴趣，其中关键，正在于有太多活着或死去但已得到平反的人曾深受其害，故强烈地

要求拨乱反正，深究其来龙去脉与幕后的种种原因。Many later campaigns’ victims had 

verdicts overturned.但是，时至今日，对镇反运动，却从不存在这样的情形。But this has not 

occurred for victims of Zhenfan. 何况，历史上凡革命政权，从来对反革命绝不留情。 Why 

has there been no mercy for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共产党领导之革命政权初创，通过镇压

反革命运动，以固其根，以立其威，亦向被国人视为情理中事。Considered reasonable for a 

new regime?  只是，无论其情理如何，曲直与否，关乎如此多人命，且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历次政治运动之首的这场运动，总应有实事求是的学术性研究，使人能了解其来龙去脉，

探究其因果与影响，是为当然。Still deserves objective study. 

 

  镇反运动发生之时，正值全国性土改运动高涨之际。When ZhenFan began, it wa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land reform high tide.  镇反运动虽以城市为主，但各地县乡亦在其列，许

多地方甚至波及农村。Although ZhenFan was largely in urban areas, it also lapped over into rural 

villages as well.  且镇反运动的相当一部分对象为逃亡地主及城乡恶霸，故其与农村中土改

打杀地主恶霸以及当时的“清匪反霸”斗争往往纠结一团，不易截然分清。Hard to 

differentiate.  再加上以中国之大，地区差异之甚，运动的复杂性及其地方动作的差异性亦

不可限量，故笔者并不指望在一篇文章里概括出这场运动的全貌。本文只是着重从新中国

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具体决策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及其与地方间互动的情况，来尝试着描述

与分析这场运动形成发展的复杂情形与其内在的一些问题。 

 

运动缘起  Ori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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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48 年秋天开始，人民解放军从东北地区开始，横扫华北、华东、华中、华南、

西南和西北，仅两年左右时间，就解放了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

下建立起了一整套党政权力控制体系。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足以保证新生政权的巩固

与长治久安。Military victory not enough to guarantee the new government’s survival or 

consolidation or longevity.  还在中共准备全面取代国民党而成为执政党之初，毛泽东就再三

告诫全党，切忌重蹈李自成进城的覆辙。Mao warned about Li Zicheng. 在 1948 年 9 月的政

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进城后务必重视阶级分析和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的问题。

September 1948, Mao said class problems would persist after liberation.  他甚至宣称：进城以

后，必须时刻牢记阶级立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Don’t forget the class struggle. 一切文

件、文章，凡讲到阶级问题的，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或讲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做肤

浅。 

 

  实际上，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也无论是新区还是老区，自从中共开始大规模夺取政权

以来，就不断地遇到反革命分子局部的，但却是相当激烈的反抗。No matter where, there 

were counterrevolutionary elements, in some cases active resistance. 

 

  1949 年 8 月华北局的报告反映了老区此类案件之严重。报告称：“一、纵火。天

津、安新均发生弹药库爆炸，林县焚毁仓库两处，北平电车被焚 50 余辆，石景山钢铁化

验室亦曾失火，冀南、太行我党员村干与干属麦子被烧者数十起，冀南 13 个县统计，烧

毁麦子 1917 亩。二、杀人。冀鲁豫 26 个县 3 个月内统计共杀人 55 起，死人 88 名，大部

为匪特反革命分子所杀。冀南近 3 月内反动地富杀害我村干党员 4 起，绥远陶林二区蹋步

忽洞村地主勾结土匪一次即杀我村干部积极分子 12 人。自 1 月至今合计约有 288 人（被

杀），这些人命案件大部与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有关。” 

 

  1950 年 3 月西南局的报告则反映了新区此类案件之严重。March 1950, Southwest 

Bureau report reflected the seriousness of the problem in newly-liberated areas.  报告称：“近一

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 

Southwest Bureau reported that every region had large-scale armed violence and bandit activity.  

“继 2 月 5 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

闻讯前往增援部队 50 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歼灭后，2 月份以来，各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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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Several 

places in western and eastern Si.  One military commander killed, along with 50 soldiers and cadre.  

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 8 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

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 80 余人。80 workers attacked in Pingtanquan County.  该县忠孝

乡一保一次被匪劫去 16 岁至 20 岁妇女 40 名。次日，河扬乡往平塘赶场之妇女 21 人被匪

剥光衣服，7 人被强奸，两名军属被强奸后又掳走。清镇县属鸡场，3 天之内遭匪两次洗

劫，第一次被抢居民 13 户，第二次全村 90 余户全部被抢，并被土匪杀死 70 余人，8 名

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烧死。Large scale attacks, many wounded, many killed, young women 

abducted, raped, fires set.  另匪首曾绍华领数万人接连 3 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

生、员工多人，先后掳走男女学生 90 余名；长顺县匪首支超初用刀活活砍死我副县长、

县政府部长、科长等 4 人。New authorities under attack in many places.   Theft, vehicle 

sabotage, armed attacks.    Some of the former KMT units that had surrendered were wavering.  成

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全部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

破坏。土匪甚至组织儿童拦截我军用汽车，抢走物资，杀害我押车干部战士。此类惨案，

近日来连连发生，无法一一列举。这同时，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的策划下，也

连连发生叛变。如原国民党李振兵团及二十七军之六十一师、二十军之一二三师等。目

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 104 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

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 6 万余匪。并且，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

展之势。”  No less than 60,000 bandits.  Seem to be growing stronger. 

 

  由于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后，敌特土匪的破坏活动有日渐严重的趋

势，因毛泽东访苏归来暂时休养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这时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

地严厉打击反革命破坏分子。Liu Shaoqi in charge while Mao visited Moscow. 在他的主持

下，1950 年 3 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

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Instructions from the Center on maintaining order and on 

suppressing counterrevolutionaries in March 1950.  公安部据此在许多城市开展了敌特党团分

子的登记工作，通过警告、检举等上下结合的方式，逼使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人员及其国民

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主动交代身份，以便摸底排队，掌握城市中敌对分子的状况。据 3 月

间中共北京市委报告，从入城以来到报告之时，北京市已逮捕、集训和登记的敌特党团分

子已达 6900 余名，其中登记者即占一半以上。另据浙江省的统计，其仅登记的反动党团

分子就超过 11 万人。又据山东省的统计，其登记的土匪、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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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及反动党团骨干 5 种反革命分子，就达到 137599 名。 Shandong reported 137,599 

counterrevolutionaries in 1950.  Five types: local bandits, despotic landlords, reactionary secret 

society leaders, spies, reactionary party backbone cadre 

 

  与此同时，刘少奇还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厉镇压反革命。3 月 28 日，刘少奇

在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 23 日关于皖南军区破获匪特案件通报上明确批示：“近

来各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有些不够，这样就会鼓励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经过宽待

争取而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处以长期徒刑以至死刑，此点望公安部及司法机关

即向各地发一指示，请董（必武）老与罗瑞卿同志拟一指示发出。”  On March 28, Liu 

Shaoqi said their efforts were not enough, too lenient.  Must use heavier punishment.  Called on 

Dong Biwu and Luo Ruiqing to do more. 

 

  29 日，刘少奇又在铁道部长滕代远前一日关于匪特破坏铁路情况给军委并中财委的

报告上批道：“对这些破坏分子必须严办，不严办，不给以恐怖是不对的。公安部及铁道

部即商讨出办法通知各地，批评各地麻痹现象。”  Another call by Liu Shaoqi on March 29. 

 

  30 日，了解到中苏合办股份公司协定见报后，一些地方学生上街抗议，刘少奇也马

上联系到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他指出：“在绝大多数群众中这种怀疑是出于幼稚的民族主

义的情绪，但反革命分子必然借此大肆活动，并在活动中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貌。各地党

委团委及公安部门对此必须密切地加以注意。”“要特别注意那些激烈的作各种反革命提

议和行动的分子，记取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并对他们加以侦察，以便发现他们之中的反革

命行为和反革命组织，然后在适当时期由公安部门加以破获。”“对确实有据的反革命分

子，在有了充分的侦察和准备之后，必须加以严厉地彻底地镇压。” 

 

  在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再三指示下，各相关部门领导人亦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

示和要求。在这里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对此后镇反运动的形成颇有影响的彭真的报告。

Peng Zhen report a crucial role.  彭真在报告中说：依据中央指示精神，政法委员会派出两个

工作组前往察哈尔省的宣化及河北省的唐山两个专区进行了司法调查，发现“在正确地纠

正了‘乱打乱杀’的偏向之后，现在不少地方宽大政策又偏差到‘宽大无边’，We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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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har, discovered that there was a wave of landlord killings at the outset, but followed by 

‘boundless leniency.’  宽大到‘灭自己志气，长匪特威风’，宽大到助长匪特气焰，脱

离人民大众的程度了。” Peng Zhen said too much leniency.  对此，报告举例称：“有些地

方对罪大恶极，甚至曾杀我干部百余人，曾杀我县长及干部多人的反动头子，曾杀死群众

多人的匪徒，却不判死刑；或下级法院判了死刑，而上级法院又改为徒刑。”而更多地方

则因法院不健全，各地都积压案件甚多；对于已有处刑决定之匪特案件，亦往往拖延甚

久，以致减弱司法权威。这种情况已导致匪特分子气焰张扬，“新区、半老区群众很怕土

匪特务，对匪特和我治安人员竟采两面应付办法。甚至有些村干部，也因为怕遭匪特和

‘遭殃’，对于所知匪特匿而不报。群众对于政府的清匪除奸的号召，则认为是空话，报

之以极冷谈的态度”。 

 

  彭真的报告尖锐地提出了各级政府机关，特别是各级法院“宽大无边”，导致匪特分

子气焰张扬的情况，不仅推动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 7 月 23 日联合颁布《关于镇压

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而且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 

 

  由于中共中央、政法委以及政务院、最高法院接连提出和发布了镇压反革命的相关意

见和指示，各地的镇反工作明显加强。但是，对于上述种种情况，包括刘少奇和相关部门

大力镇压的指示及部署，毛泽东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作出相应的指示。 No reaction 

from Mao up to this point.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就已经再三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且其始终是暴力革命和

阶级专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包括在中共中央进城前夕，他还在强调：共产党的政权，

“对一切反革命分子是独裁、专政、专制”，故必须“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进城

后，他更是公开声明：对反动派只有暴力和专制，绝不施仁政，“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

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因此，毛泽东不可能不重视镇压反革命的问题。 Mao 

finally calls for violence, no virtuous government for counterrevolutionaries.  “We must clean out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7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个时候开展镇反运动不甚积极？这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注意

到，由于新中国必须要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

复杂得多了。他在 1949 年初对苏联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说：如果建

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

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也正因为要建立联

合政府，毛泽东甚至对占领大城市的问题都格外谨慎，对新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会“组织

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危险更是格外担心。他已经再三告诫党内：“在拿枪的

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

可轻视这些敌人”。Even after the enemy who took up arms is destroyed, there will still be 

enemies, and they want to fight us to the death, we cannot treat this kind of enemy lightly.  毛泽东

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避免重蹈李自成当年的覆辙，强调进城后要警惕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

衣炮弹所打中，亦都是为此。但也正是因为注意到进城后会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故新中

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对任何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行动都小心翼翼，避免四面出击。 

 

  如 1950 年 3 月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就马上针对当时正在广泛开展的土改运动提

出：中国的土改应当学习苏联的经验，暂时不动富农的土地。In March 1950, after he 

returned from Moscow, Mao Zedong made suggestions about ongoing land reform campaign, 

saying it ought to study the Soviet Union’s experience, temporarily don’t seize rich peasant land.  

其理由有三：“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

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

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

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

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

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

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

动半封建农民似较妥当。”毛泽东这里的中心思想很明白，就是突出强调统战政策的需

要，要求全党注意运用策略，对敌人要分而击之，以免太过刺激统战对象使其不满。Main 

reasons to hold off were to prevent excessive violence (struggle against all), to isolate bad guys, to 

avoid call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cries of landlords, and to maintain efforts to cooperate on 

economic recovery with the petty bourgeoisie.   

 



 8 

  对农村中的富农尚且担心发生“左”的偏差，诉诸激烈手段，大规模镇压社会上的反

革命分子，影响面更大，毛泽东自然表现得更加谨慎了。Wealthier peasants afraid of leftist 

violence, Mao needed to be careful. 

 

  1950 年 6 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鲜明地肯定了镇压

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

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

决肃清。At 3rd Plenum of 7th CC in June 1950, Mao made a report affirming the ZhenFan 

campaign:  “All counterrevolutionaries have been instigated by imperialism, especially American 

imperialism,” “they are all running dogs of imperialism,” we must resolutely purge all bandits, 

special agents, evil bullies and other counterrevolutionary elements.”  但是，他同时在口头解释

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报告虽然面面俱到，讲了各方面的工作要求，然

而，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为什么不

能把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当作重中之重？他作了详尽的解释。Still emphasized the main purpose 

of work was to struggle to make a basic improvement in the country’s economy and finances.  他说： 

 

  第一，“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 1 亿 6 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

我们就要在约有 3 亿 1 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

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  160 million have had land reform thus far, want to 

have 310 million by fall (3 months hence) 

 

  第二，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再加上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多破坏，许多人对我

们不满。尤其是“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

满”，而因为战争破坏和经济改组所造成的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

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Right now still lots of unhappiness 

about damage done by war, relations with patriotic bourgeoisie still tense, intellectuals, unemployed 

also not happy wit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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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

业问题，并且拿出 20 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 

Therefore, want to adjust commercial enterprises in cities, restore production in factories, resolve 

unemployment, help feed those in need.  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

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Don’t 

want the intellectuals or universities to oppose us.  而在农村，则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剿匪反

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总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

护我们”的人，至少不要使他们反对我们。Rely on rent reduction, exterminating bandits and 

bullies and land reform to expand peasant support levels. Turn from opposition to support. 

 

  换言之，毛泽东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

Don’t attack on all fronts, don’t make new enemies.  用他的话来说，“四面出击，全国紧

张，很不好”。不是不要搞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我们无论如何不

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

进攻。”这其实也正是毛泽东在军事上所擅长的“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政治上的一种运

用。 

2 

 “双十”指示 Double Ten Directive 

 

  高度注重策略的灵活性，是毛泽东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但由此也足以说明，毛

泽东绝不是那种墨守陈规的人。战争的目的在于战胜敌人，一切策略的应用，都是为着这

一目的服务的。因此，当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迅速调整既定策略，以追求更好的效果，

就成为一种必然。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策略变化，也正是如此。 But Mao was a 

flexible strategist, and he brought that perspective to ZhenFan. 

 

  1950 年 6 月毛泽东还极力劝告党内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击。然而，几个月

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当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失利，中国方面不得不准备出兵时，他马上

就改变了此前的态度。In June 1950, Mao changed his attitude after the Korean War erupted, no 

longer concerned about attacking in four directions.  他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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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Saw the situation now as an opportunity to get rid of all 

domestic counterrevolutionaries.  因此，中共中央 10 月 8 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

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

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So after October 8 formally deciding to send troops into 

North Korea, two days later Mao presided over the adoption of “Instructions on the 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known as the “Double Ten” Instructions.  Expanded the activity 

 

  毛泽东在决定出兵朝鲜的同时下决心镇反，自然有其攘外安内的现实需要。Used 

foreign aggression to pacify internally.  除前述各种敌视共产党的旧势力相当活跃以外，仅国

民党特务的活动，就对中共后方的安全与军事行动的秘密，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据报，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至 9 月底就已破获特务案件 177 件，天津 12 个月破获 73 件，平

原省 9 个月破获 22 件，绥远省 6 个月破获 60 件，河南省 8 个月破获 183 件。据《人民日

报》公开报道称，“从去年（1949 年）10 月至今年 9 月先后被我公安部门捕获的特务分

子达 13000 余人，并破获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直接进行的间谍案件数起，缴获特务机关的

电台共 175 部”。 Growth of spying cases. 

 

  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及其联合国军的大举卷入，原本就在社会上造成了一

定的恐慌心理。特务分子以及各种不满中共政权的旧势力散布的各种谣言，更是在许多偏

远地区和农村，造成了民众的惊恐不安。甚至，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已经被剥夺土地的地主

和旧富农进行反攻倒算的事件。最严重的地方，一个省里平均一个县就发生了七八起这样

的事件。 Growing atmosphere of terror in the country – used as opportunity to do more land 

seizures.  Happened in nearly every county in every province. 

 

  另一方面，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对基层政权的确立和稳固，更是

备具威胁。Also concern about activities of traditional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Daoists, Buddhists, 

other religions.  这些会道门组织最让基层政权感到威胁的，是其人数众多，并且许多地方

的基层党政人员也都深陷其中。据中共中央华北局报称：“在会道门活动方面，河北发现

有 401 种，道徒无全省统计，仅石门 6 县即有各种道徒约 64000 人；山西 150 种，仅一贯

道即达 81 万多人；平原 82 种，道徒约 30 万人；察哈尔 50 余种，道徒约 20 万人；绥远

20 余种；北京 38 种，仅一贯道即有道徒 20 万人；天津 10 余种，一贯道、青帮、世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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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各约 10 万人上下。就全区说，以一贯道分布最广，也最反动，全区共约道徒 150 万

人，仅山西忻县地区即有一贯道徒约 19 万人，占该区人口的 14.6%，连其他会道门计

算，则占人口的 17.7%。崞县每村皆有一贯道，代县 74%的农村支部，均有党员参加，在

全县 3000 名党员中，有 18%参加了一贯道。察省雁北地委调查了 900 个党员，即有 500

个参加一贯道，其中 100 个党员宁退党不退道。该道上层多为地主富农及国民党反动的旧

军人，一般道徒则多为中贫农。这些会道门中的大多数，特别是一贯道和龙华会，已为特

务组织所掌握和利用，成为反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 

 

  旧中国留下来的会道门组织、土匪和国民党潜伏及派遣人员相结合，结果自然也就强

化了对新政权的反抗活动。Traditional religiou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leftover KMT influence 

and bandits all added up to lots of resistance to new regime.  华北局报告称：“匪特的反革命活

动已不仅限于隐蔽的造谣、暗害、破线、破路等卑鄙行为，且已走上公开的直接的武装暴

动的阶段。”他们或“积极扩大力量，组织反动武装”，或“联络旧党特人员，操纵土

匪，进行所谓敌后游击”。在“双十”指示发出前后，仅华北地区就发生各种暴动 10 余

起。规模较大的就有：河北武安县黄兵道武装暴动事件、山西稷山县国民党流散官兵袭占

五区区公所及县府事件、河北省通县全佛大道会暴动事件等。作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中心

指挥机构，公安部这时明确认为，各地反动组织活跃异常的根本原因在于，反革命分子为

数过多，而镇压不力。公安部在综合了全国的情况之后，这时对此专门向中共中央提交过

一个报告。MPS prepared a special report: 说明： 

 

  其一，全国范围内“从 1949 年 1 月到今年（1950 年）8 月，约计捕获特务 25041

名，处死者仅 639 名。检查去年 10 月至今年 9 月所破获的 135 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者

仅 10 余起。南京解放以来至今年 9 月只杀过 4 个人，青岛解放以来至今年 7 月只杀过两

个反革命分子，福建匪患严重的建瓯县解放以来至今年 8 月未杀过一人，已足说明镇压不

够的严重情况。” MPS reported they had not killed all that many special agents or 

counterrevolutionaries. 

 

  其二，重罪轻判、迟判，镇压不及时。 Punishment was not  prompt or effective as 

deterrent.  如石家庄对作恶多端的“十九号”特务机关匪特首要王钧，拖延至 3 年之久，

最近始判死刑。西安土匪拒捕打死我邮差，西安法院认为系“自卫”，不判死罪。南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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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拒捕枪杀我公安人员，竟以“初犯”理由改死刑为徒刑。张轸部被我破获的反革命叛变

案犯，有人认为是“未遂犯”。反革命俘虏搞叛变，说是我们教育不够，以及不管罪恶大

小，强调既往不咎等。而判决批准，手续繁多，华东说最快两三个月，慢的两三年。法院

不健全，旧司法人员中有浓厚的旧法律观点。 

 

  其三，由于镇压不够和不及时的结果，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

案，在押人犯更是大批积压，以致接连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 Backlogs of prisoners, 

many jailbreaks, riots. 

 

  “双十”指示无疑是以上述形势为判断依据的。指示明确提出： 

 

  “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

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

裁。”但可以肯定的是，“双十”镇反，关键并不在于敌情突然严重，甚至也不是因为攘

外必先安内的考虑。对于毛泽东来说，镇压反革命是共产党建立政权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

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Not the increased activity that was the cause, 

nor the growth of a perceived foreign threat.  Key point was that Mao saw ZhenFan as an 

opportunity, coming at the right time, to do what he knew had to be done.  面对即将到来的抗美

援朝战争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他认为

这样的时机来到了。Reason was that Mao saw the opportunity and took it. 

 

  对此，毛泽东当时对公安部长罗瑞卿有过清楚的解释。他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

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

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

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

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

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 Not to kill many counterrevolutionaries, 

but to mobilize the m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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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随后的解释更为形象。Liu Shaoqi thought the same.  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

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

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Said the Resist 

America Aid Korea was a good opportunity to do several things, including land reform, start 

production contests, and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

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War drums drowned out 

opposition to land reform or counterrevolutionary suppression.  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

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

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既然有了适当的时机来镇压反革命，那么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并不尽是为了杀几个

反革命分子，以震慑反共的旧势力，而是要借此造成一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便从根

本上强化对广大基层民众的政治教育，树立新政权的革命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

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因此，“双十”指示即特别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明确提

出：这次镇压反革命，要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其做法就是：“当杀者，应即判处

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

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

育。” Mao also focused on ‘educational’ aspect of ZhenFan.  “Those who should be killed 

should be sentenced to death immediately, while those who can be temporarily reformed should be 

incarcerated and reformed.  We must make decisions public, publish the news, let the masses know. 

 

  “双十”指示虽然批判了“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强调“严厉制裁”，但并未

提出严惩的标准。 Although the “Double Ten” directive criticized ‘boundless leniency’ as a 

‘rightist tendency,’ and emphasized ‘severe punishment,’ still it did not raise standards of 

punishment. 指示要求各地“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

压”，而这时政务院却尚未有条例颁布。Government had not yet issued regulations.  再加上

指示仍旧突出强调了要防止发生“左”的偏向，继续要求“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规定

“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而各地本来

工作就头绪繁多，中央又已几度指示过镇反，故多数地方开始显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按

照“双十”指示规定的时间，各地均应在 11 月 10 日以前向中央提交报告并拿出镇反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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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来。但迟至 11 月中下旬，才陆续有西南局、华北局和北京市等少数地方将镇反报告及

计划送至中央。As late as November, Southwest Bureau, Northeast Bureau and Beijing 

Municipality were all sending their plans for ZhenFan work to the Center for approval.  而实际

上，从毛泽东对这些报告的批示情况看，他此时对镇反的做法也还没有具体成熟的设想，

因而他也特别看重地方的设想与实践。对一些明显过于笼统的提法，如西南局提出的“罪

大恶极者”坚决处死，“罪恶甚大者”分别判处徒刑或关押，“罪恶较轻者”可在释放后

加以妥善管制，同时“对于一切反革命的处理必须具体分析，讲究策略，区别对待，达到

镇压反革命、瓦解分化敌人的目的”的方案，毛泽东也明确表示赞同。Mao had not yet 

approved some of the ‘beyond the pale’ proposals, such as the SWB’s proposal that “those 

whose crimes are great and evil is extreme” should be resolutely executed, “those whose crime is 

relatively great”  could be sentenced to prison or detention, “those whose crimes are relatively 

light” could be released after a period of supervision, while “there should be concrete analysis, 

strategic discussion, varying treatmen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uppressing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undermining different enemies.”  而对北京市委提出的“先搞特务，再搞反动党团，最后搞

各种反动的封建势力”，和力求准、稳、狠的并无确切标准的打击办法，也是全盘肯定，

并向各地大力推广。No unified standards for prosecuting various kinds of cases. 

 

  一些地方开始动作后，即按照“双十”指示的要求，公开判决，发布消息，声势搞得

较大。但这又引起了中共中央在某种程度上的担心。这是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屡次发生

肃反运动扩大化的情况，再加上 1947 年华北土改和 1949 年进城后一些地方刚刚发生过乱

捕乱杀的现象而不得不加以纠正，因此，运动刚刚发动不过一个多月，刘少奇就开始紧急

部署适度降温，又强调要注意策略。Concern after localities began publicizing punishments 

(Mao’s orders), due to residual concerns about past public dissatisfaction at excessive treatments 

and worry that things would get out of control.  刘少奇在高干会上即明确提出：“镇压反革命

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宣传报道工作亦应如此。即是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去进行宣传工

作。对重要案件，在群众中影响大，对特务活动打击大者，必须发布重要新闻，并配合以

通讯、短评、社论等进行系统的报道，藉以鼓舞群众防奸反特斗争情绪，并以分化匪众，

收杀一儆百之效。但对一般案件，对群众影响教育不大者，则不必亦不应件件报道。因以

后镇压较多，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道，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

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Liu Shaoqi called for discipline and 

control.  Concern that publicity of too many executions would have effect o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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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刘少奇等人显然认为，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仍然需要有个限度，特别

要注意掌握分寸。Liu Shaoqi concerned about sense of proportion.  不仅宣传上要注意策略，

就是杀人也要注意策略。川东区党委这时有指示称：“自新匪特中的组长以上的职业特务

应速送行署公安厅管训，其中少数负有血债者应处以死刑”。East Sichuan Committee sent 

proposal to center for forwarding execution recommendation to Admin District committee PSB for 

execution.  刘少奇明确批示：“将最末处以死刑一句删去”，“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

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Liu 

Shaoqi in comment, said didn’t have to kill even the ringleaders.  华东局这时有报告称，他们自

6 月份起即已纠正过分宽大的偏向，1 至 10 月已破获特务案件 2195 件（缺福建省），逮

捕特务 14080 人，破获电台 103 部，连同其他反革命盗匪等共处死刑 2911 人，徒刑 13093

人，登记反动党团 101636 人，掌握线索者 154592 人。中共中央对此即明确批复道：“在

镇压反革命分子中，如果一个地方已经杀得不少时，则可适时略为放松一点，即大批处决

人犯的时间延长一些，缓和一下社会各界紧张的空气，此时报纸上亦不要登得太多，即只

把处决要犯登报，次要者便不必登报。” Recommended to East China that they not publicize 

too many executions. 

 

  这个时候，运动不过刚刚开始，除北京、天津和少部分基层外，多数地区尚未真正行

动起来，动员、宣传和教育群众的声势都尚未造成，毛泽东未必希望马上就来束缚各级干

部的手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少奇批示对自新分子不应处以死刑时，毛泽东特别将其

修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

时，亦可处以死刑”。Mao appears to disagree with Liu on importance of death penalty, at least 

in this early stage of campaign.  但新中国成立伊始，又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土地改革两大运

动的同时，在全国几亿人口中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一时也还不能不慎重其

事。 In still uncertain situation, Mao also could not but be careful. 

 

  当西南局宣传部根据中央高干会议的指示，就《新华日报》“很不策略”地“连篇累

牍”刊载清匪反霸的消息做出检讨后，毛泽东即专门批转各地吸取教训，同意不要造成

“一种非常紧张的空气”。Mao agreed with SW Bureau instruction to New China Daily not to 

carelessly publicize treatment of bandits and bullies, Mao had it sent to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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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南局提出：镇反“必须强调打得准、打得稳，要做到有准备、有重点、有区别、

有分寸”，“镇压反革命的战线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两条重要战线必须密切配合，要使

这几个方面的打拉策略步骤配合得宜，取得相互支援之效，而不可无策略地多面出击，引

起全局紧张，孤立自己”。毛泽东也高度肯定，并指示说：“这是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全套

策略问题，如果不在干部中弄清楚，并加以严密掌握，就有为反革命所利用，为民主人士

所不满，为人民所不同意，使我党陷入被动的可能”。Quotes more Mao Zedong comments 

on local reports. 

 

  当黄克诚提出，对解放后并无罪恶的湖南起义军官“不宜采取急躁处理办法，除其中

个别特别反动的分子应逮捕惩治外，不宜逮捕过多”，否则将引起极大惊恐时，毛泽东亦

明确批示“即照黄电意见处理为宜”。 

 

  受此影响，一些省份，如河南省，将近一年杀了 3000 人，就敏感地发现各地捕杀已

开始出现草率现象，注意到民主人士、工商界、知识分子及学生中均“有些震动”，因而

刚刚进入到 1951 年，就迅速决定一般停止逮捕和杀人了。对于河南等地的这种谨慎的做

法，毛泽东这时也照样转电各地，表示肯定。Under this influence, a few provinces, like 

Henan, that had in the past year killed 3000 people, began to be concerned about public reaction, 

especially among democratic personages, and at the end of 1950, decided quickly to stop arrests and 

executions.  Mao expressed approval.   

 

  “大张旗鼓” 

 

  进至 1951 年 1 月中旬以后，眼看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异常顺利，国内民气上

扬，毛泽东明显地开始对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现状感到有些不满足了。显然，过分强调不要

搞得太紧张、太急躁，不要逮捕过多、杀人过多，达不到毛泽东所期待的发动群众的目

的。In January 1951, seeing the Peoples Volunteers doing well in Korea, public support rising, Mao 

began to be dissatisfied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ZhenFan campaign.  Obviously, didn’t want to be 



 17 

too tense, or too eager, don’t seize too many or kill too many, just achieve the goal of mobilizing 

the masses.  

 

  1 月 17 日，毛泽东读到中南局转来的湘西 27 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 21 个县仅军

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 4600 余人，并且还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区区一个

湘西，不仅远离沿海前哨地带，人口密度也远小于河南与华东地区，就杀了 4600 人，而

且还有许多反革命要杀，而河南一个省杀了 3000 就不敢再杀了，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

才不过杀了 2911 人，相比之下，毛泽东立刻就发现了问题所在。On January 17 (1951), Mao 

was struck by disparity between number of bandits, bullies and spies killed by the 27th Army in 21 

counties of Western Hunan (4600) and the number killed in the much more populous area of Henan 

(only 3000).  他毫不犹豫地作出批示，强调湘西准备继续再杀反革命“这个处置是很必要

的”。Mao unhesitatingly recommended the Western Hunan example should be followed: “This 

kind of punishment is very necessary.” 由此联系到华北以及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所有新

区，他开始断言：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

至今这些地方的地主威风还有很多没有打下来，一贯道等会道门甚为猖獗。“如果我们优

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Mao then told the East China, Central 

South,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areas of new China that they had “killed too few” of the 

bandits, bullies and special agents, and that they had to bring down the power of the landlords, or 

the other powers would prevail.  他进而坚决地提出：在这些地区，“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

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You have to kill several groups.  杀得太多，会不

会引起资产阶级的不满呢？毛泽东明确回答：“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

就不怕他们叫唤。” Don’t be afraid of complaints, as long as you don’t kill the wrong 

people.  因为，“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只要“善为处理”，就不会有问题。

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各地务必要抓紧照此办理。Take the opportunity, pay close attention. 

3 

 毛泽东的“大杀几批”，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What was this concept of “big kill several 

groups?”  比较毛泽东的这个新的计划，各地领导人的思想明显地跟不上趟了。Local 

leaders slow on the uptake.  为了使各地主要负责人切实了解他的想法，同时进一步督促和鼓

动各地抓紧这千载一时之机，他不得不开始分别给各地具体下达处死反革命分子的指标

了。In order to get local leaders to understand his thinking, Mao had to begin to send out quo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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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ow many counterrevolutionary elements they had to kill.  1 月 21 日，他在给上海市委的电

报当中，明确告诉后者：“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

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On 

January 21, instruction to Shanghai—one or two thousand this year.  300-500 by Spring festival.  南

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

动分子”。Nanjing, one or two hundred by spring festival. 

 

  1 月 22 日，他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人称：“你们已杀了 3700 多，这很好，再

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On January 22, he told Guangdong’s 

responsible persons that it was good they had already killed 3700, now kill another 3-4000. 届时看

情况再定下一步的镇压计划。Seems to take a step-by-step approach. 1 月 29 日，见到公安部

对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逮捕 19823 人，在省级机关内亦逮捕 160 人，担心如此内外不分

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的恐慌与思想波动的报告时，毛泽东亦明确告诫公安部：

“湖北做得很对，不要去泼冷水。” Told MPS that the Hunan approach was right, don’t 

pour cold water on it (don’t reduce the numbers in the plan).  

 

  2 月 5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报告，两个月已捕 500 多人，并杀了 500 多人，虽然总体

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

泽东对此却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On February 5, Mao OK’d 

the easing of authority for ordering an execution.   

 

  由于各地高层领导人责任大、任务重，顾虑相对较多，毛泽东这时甚至还亲自批示要

求各地县委书记都直接与他通信，汇报各县市镇反运动的开展情况。用这种方法，来推动

各地领导人解放思想，切实跟上他的要求。Seemed to be encouraging county-level officials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him on ZhenFan, bypassing levels above themselves. 

 

  毛泽东的直接推动和部署，迅速引起了地方的反响。各地区及省、地、市领导人自然

纷纷表态拥护，主动多报处死反革命分子计划。但是，显而易见，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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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数字差异很大，而且多数实际仍旧达不到毛泽东的要求。This in turn encouraged 

province and other officials to advance their plans for killing counterrevolutionaries.   

 

  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死反革命分子计划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

处死反革命分子的比例数来了。Mao soon figured out a ratio for the number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o be executed. 按照他的设想，一般城市处死反革命分子至少应达到

当地人口总数的 0.5‰，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 1‰，个别地区亦可突破，但不应超

过 1.5‰。According to his conception, the general urban areas at least can execute up to 0.05 

percent of their overall population, in places where the enemy activity was serious, it could reach 0.1 

percent, but it should not exceed 0.15 percent.  据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

人说：“上海是一个 600 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 2 万余人仅杀 200 余人的情况，

我认为 1951 年一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 3000 人左

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 1500 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适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

面，据 2 月 3 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 72 人，拟再杀 1500 人，这个数目

似太少。南京是一个 50 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 200 多

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This way, Mao Zedong clearly ordered Shanghai 

and Nanjing responsible persons: “Shanghai is a large city of 6,000,000 people, and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that Shanghai has already arrested more than 20,000 but only killed 200 or so, I believe in 

the year 1951, it ought to kill about 3000 of the most criminal bandit leaders, hardened criminals, 

evil bullies, special agents and religious leaders.  Whether this number is appropriate, I invite you to 

consider it.  As for Nanjing, according to the February 3 telegram from Comrade Ke Qingshi to 

Comrade Rao Shushi, 72 had already been killed and the plan is to kill another 1500, that number is 

too few.  Nanjing is a big city of 5 million, the KMT’s capital, you ought not kill no more than 200 

or so people.” “Nanjing has killed too few people, they should kill more in Nanjing.” 

 

  各地过去在处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上之所以手脚放不开，除了以往一些历史教训和进

城以后过多地考虑到统战需要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了司法形式的束缚。中

共进城之前，就公开宣告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体系。No laws in place, KMT “Six 

Laws” discarded.  但进城之后，并未能马上建立起自己的法律体系，甚至也没有着手制订

适合于全国范围的刑法。各地沿用的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根据地颁布实施的个别法律条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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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等等，既未整合统一，也没有明令宣布当以何者为准。再加上抗战时期根据地的

一些法律法规，其基本依据也或多或少地参考过“六法”，结果，虽然形式上废除了“六

法”，实际上人们在涉及到司法问题时，往往仍旧有意无意地沿袭着“六法”的思路考虑

问题。特别是在定罪、量刑的问题上，几乎无法不考虑旧的法律观念上许多通行的标准。

而正是因为受到这些通行的标准，诸如“已遂”、“未遂”之类的一些量刑尺度的束缚，

各地领导人及其相关机构要想轻易定人死罪，就变得极为困难。 

 

  要便利各地放开手脚处死反革命分子，必须另定一套统一的标准。“双十”指示虽然

明确提出了要以政务院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为依据，但制定这样一套标准仍旧颇费周

折。直到毛泽东提出了新的处死反革命分子计划之后，政务院才于 1951 年 2 月 21 日根据

中共中央的要求，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After Mao Zedong’s pronouncements on new executions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he 

Governing Council on February 21, 1951 put out formall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gulations on the Punishment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hereinafter Regulations).《条例》根

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有意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相当宽

泛，所规定的处刑标准掌握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Left a good deal of freedom of 

discretion on sentencing. 《条例》根本上否定了“已遂”、“未遂”的概念，Did not accept 

the concept of “attempted” or “unsuccessful” in terms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crimes. 规

定：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

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

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

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

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至于该杀不该杀，则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

是否情节严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但什么叫“勾结帝国主义”，

什么叫“以反革命为目的”，什么叫“情节严重”，等等，《条例》却并无具体的解释。

Not much definition of what the actual crimes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motives, association with 

imperialism, etc. 

 

  《条例》甫一颁布，毛泽东即发出指示，全力督促各地抓紧实施镇压。其电报称：

“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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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

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

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Mao used this to urge 

everyone to get on board and fully pursue ZhenFan.   Start doing this now, don’t put it off any 

longer.  Start with the main hidey-holes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namely Beijing, Tianjin, Qingdao, 

Shanghai, Nanjing, Guangzhou, Hankou, Chongqing and every provincial capital—have to have a 

plan.  Within a couple months, “big kill several groups” of the most criminal 

counterrevolutionaries.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敢于一反其开始时小心谨慎的态度，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镇

反，前提自然也还是建立在其再三强调的“只要我们不杀错”的基础上的。依照毛泽东内

定的原则：首先是“对全区性、全县性的恶霸必须全部杀掉，全乡性的恶霸必须一部或大

部杀掉，不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有些恶霸必须先杀掉，否则群众不敢起来。” Mao 

wanted this to go down to the lowest levels—every evil bully must be killed.  只是，镇压反革命的

运动一旦走上了以鼓动和宣传群众为目的，仅仅着眼于打击特务、间谍和《条例》所列举

的那些已遂或未遂的“现行”分子，就明显地不够了。因为，鼓动和宣传群众，必须以群

众的直接利益为着眼点。一般的特务、间谍和《条例》所列举的多数罪行，与群众的利害

关系往往并不直接，结果也就很难达到鼓动和宣传群众的目的。因此，镇压反革命作为一

种群众运动被掀动起来，从一开始就不能不着眼于打杀那些直接与普通民众有着切身利害

关系，即是有较大民愤的恶霸分子和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也就是说，要着重打杀那些让

群众痛恨或恐惧的分子。Turned ZhenFan from a political/legal issue into a mass movement.  

Turned onto those most feared and hated by the masses. 

 

  但是，什么人可以算是恶霸呢？民愤大小又以什么为标准呢？What’s the standard for 

evil bully, what’s the quota for those hated by the people?  十分明显，离开了具体的法律标

准，单纯靠各级干部凭借主观判断来具体落实，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地区就反映

说：他们那里很少有很大民愤的所谓恶霸分子，相反，“群众对于直接对他们的利益有妨

碍的小偷、流氓、二流子一类人的愤慨倒比较普遍。”而且，罪多少为“大”，恶多大为

“极”，多少“民”有“愤”即可算“很大”，实在难有确切的尺度来衡量。Those hated 

my not stick to class boundaries—petty criminals, etc.  包括血债问题，一些地方找不到多少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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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杀害共产党或善良百姓的人和事，便把过去有过人命官司的，统统视同“血债”，结

果包括“在解放前曾攻打伪军，杀死伪军数名”，“因与人通奸致使其妻气愤投河自尽”

之类，也都被当作反革命血债看待了。不难想像，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运动开始之际，一

些地区很早就出现了杀人由心的情况。根据一些地方报告，只因为要完成镇反任务，不少

被定性为恶霸者，连具体罪行都罗列不出，只因有人指认，便被草率杀掉。较典型的河南

陕州，完全由县乡两级干部说了算，不到一个月就捕了五六千人，半个月就杀掉了七八百

人。No standards of evidence, no trial procedure, so accusation was equal to guilt.  Immediately led 

to excesses, e.g. one village in Hebei Xiazhou, in one month arrested 5-6000 people, and in two 

weeks had executed 7-800 of them. 

 

  毛泽东并非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因此，他并没有忘记提醒那些在杀、关、管的计划上

胃口显得特别大，或处死反革命分子的比例已经很大的农村地区，不要草率从事。3 月

初，他对山东省就有电报强调：“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Mao knew what 

was happening, often warned against sloppiness.  (March 1951) 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

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

定不可捕错杀错。”Don’t kill in error.  “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

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并不真的想要限制各地处死反革命分

子的比例，比如他就不认为 1‰是一个绝对不可逾越的底线。对那些强调情况特殊，申请

超出比例者，他也都表示赞同，只是会强调说：“别地自不应援例也杀这样多，但有些情

况相似者，亦可仿照办理。”  At the same time, said .01 percent not an absolute maximum. 

 

  与农村的情况相比较，毛泽东显然更重视城市中镇反的规模和群众动员的情况。他始

终认为城市的镇反规模和对民众的发动与教育还差得很远。公安部长罗瑞卿按照毛泽东的

要求去各地考察之后提交的报告，印证了毛泽东的这种担心，因而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

视。报告指出：“第一，有些同志对城市反革命估计不足，认为城市与乡村不同，乡村有

大量的土匪、恶霸，城市只有特务。第二，对城市镇压反革命可能引起的震动估计过高，

加重了自己的顾虑，决心动动摇摇，硬是杀不下去。第三，过于相信自己的一点侦察工作

基础，忽视了广大群众反奸的伟大力量，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小手小脚，跳不出狭隘的圈

子。第四，特情关系太滥，又缺乏严格的控制和监督。第五，大中城市的公安干部量小质

弱，管理应加强，否则应付复杂而尖锐的斗争确实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据此批示说：



 23 

“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

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 Luo Ruiqing report talks 

about problems in implementation.  Mao still said gotta kill a few groups before you can solve 

problems. 

  怎样才能大杀反革命，动员群众，而又不致造成中间分子的恐惧和不满呢？2 月 17

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 675 人，次日即公开处决了 58 人。

注意到枪毙人犯有数万群众围观，而且兴高采烈，罗瑞卿明确认为，今后执行死刑前完全

可以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等，报告反革命罪行，激发群众对反革命的仇恨心理。

随后，北京市又进一步于 3 月 7 日夜一举逮捕了 1050 人。紧接着，北京市公安局专门在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及市区两级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宣布反革命

分子罪行，提交与会代表讨论惩治办法。经过一系列宣传工作之后，市公安局于 25 日当

天分别在三处一次性就枪决了 199 人。Luo Ruiqing in mid-February led arrests of 675 people, 

and killed 58 of them the next day.  Luo thought it would be even better to have people’s 

representatives meetings to pass sentences.  On March 7, arrested 1050 people.  Quickly organized 

people’s deputies meetings, announced the crimes, on the 25th, killed 199 of them.  

 

  北京利用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发动群众起来投入“镇反”运动的方式，给了毛

泽东相当的信心。Mao liked that. 已经在“镇反”运动方面走在前列的天津市，也采取了

相同的做法。不仅如此，它还在 3 月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具有相当气魄的补充计划，即准

备在已经处决掉 150 人的基础上，再处决 1500 人。毛泽东对此高度赞赏，马上转发各

地，兴奋地宣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

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

划”，“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Encourages more places to “big kill several groups”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终于，一直顾虑上海的工商业中心地位，担心震动太大的上海市委，也“深刻检讨

了”前此放手不足的偏向。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上海市委报告中央说：上海决心在已经捕

了 1068 人，处死 100 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 10000 人，杀 3000，关 4000，管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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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既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也是历史上三教九流藏污纳垢之地，更是中国资产

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因此毛泽东一直格外关注上海的镇反问题，已再三督促。

上海终于放开手脚，毛泽东自然高度肯定。电称：“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

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Mao cables Shanghai: If you can arrest 10,000 and 

kill 3,000, that will be a great encouragement to other ZhenFan cities.  你们注意在逮捕之后迅速

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群众才会相信我们肯

杀反革命，积极起来帮助我们。”考虑到上海市委的顾虑，他还特别推荐了北京和天津的

做法，要上海领导人注意看 3 月下旬北京、天津两地的报纸，参考京津镇压反革命的经

验。即先开上百人的代表会，再开上千人的各界会议，最后召开上万人的公审和控诉大

会，刺激起群众的义愤，使之自觉地拥护“镇反”。他断言：由北京的经验看来，只要我

们的工作做得好，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是可以取得他们拥护的。 

 

  注意到北京和天津的经验，毛泽东这时开始根本调整几个月前中共中央强调注重策

略，反对集中报道，造成紧张空气的指示精神，重申“大张旗鼓”。他一面提醒各地：大

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

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

内”。Mao tried to narrow the targets to “bandit leaders, hardened criminals, evil bullies, special 

agents, reactionary religious leaders, not including thieves, drug addicts, ordinary landlords, ordinary 

KMT officials and ordinary military officers.”一面致电各中央局称：“最近一时期的镇反工

作有两个突出的经验：第一，有计划有准备地大规模地在同一时间内搜捕大批反革命分

子，从北京、天津、河北、平原、察哈尔的实际行动，证明这是一种搜捕社会反革命的有

效的不可少的步骤。……第二，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城市的经验证明，召开城市中市级

和区级的各界代表会和协商委员会扩大会，并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宗教

界、工商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参加，以揭露反革命罪恶，宣传镇反政策，消除民主人士的思

想疑虑，动员各阶层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方法，是成功的。综合这几个地方的经验……是负

责人首先亲自主持，公安机关作镇反情况报告，有准备地分类作案件介绍，只介绍重大案

件和首恶人犯，不是报告所有人犯。用活人、活事讲解政策，激发对反革命的仇恨，取得

各界人士的拥护。”目前各地“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报纸揭露太少。对引导广大人民群

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

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北京天津两市最近两星期来大有进步，对

镇反大张旗鼓，广泛宣传，普遍揭露，利用几十人，百余人，几百人，几千人乃至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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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议，利用报纸和广播电台，利用展览会，大肆宣传，使家喻户晓，使全体人民及各界

民主人士均参加镇反工作，粉碎了神秘主义，小手小脚，畏首畏尾的作风，收获非常之

大”。 

 

  在毛泽东的极力推动下，全国各大中城市从 3 月开始，陆续实施了有计划的，极具震

慑性的大逮捕和处决的行动。此举在各个城市都造成了相当强烈的震撼性效果。Due to 

Mao’s active encouragement, beginning in March, every large and medium-size city began its own 

plan to have big arrests and executions, with shocking effects. 

 

  据较早开始这一行动的太原市委报告，他们 3 月 13 日开始实施大逮捕行动，紧接着

“学习京津的经验，于四月五日召开了市、区各界人民代表的扩大联席会议，专门讨论了

镇压反革命和控诉反革命罪行，当场宣布处死了一批反革命”，并于 5~6 两日分批分区

执行。公审大会采取了会场和会外相结合的方式，“全市五千多架收音机全部开放，重要

街道及群众集中场所均安置了喇叭，据不完全统计，群众在十万人以上。很多商店居民把

收音机摆在街头，三百一群，五百一伙，聚精会神收听大会上的报告和控诉。十四个大中

学校的统计即有七千多人收听。Started broadcasting trials and accusations on loudspeakers in 

public places.  大会宣布为死难烈士同胞致哀时，收听广播的群众也低头致哀：大会喊口

号，群众也喊。山大医学院六百五十人听到农民控诉时哭不成声，很多人也流下泪来”。 

Broadcasting accusation sessions, people telling horror stories. 

4 

“当反革命罪犯被押进会场时，被迫害的工人、市民、农民等各界民众代表当面指着反革

命历数其罪行，会场情绪愤慨，罪犯面如土色。Parading victims of crimes, bad treatment to 

make public spectacles of the trials.  全市人民几乎完全出动，道路为之堵塞，通衢要道一直

延伸至五六里以外的刑场，人山人海，争睹反革命的下场。当罪犯在刑场倒下时，数千观

众狂热鼓掌跳跃，高呼口号。个别罪犯家属哭泣，也惹得周围群众嘲笑。”Public 

spectacles made of the executions.  “大会会场以及报社、广播电台，均收到大量的群众控诉

信件和电话，仅广播电台从当日上午八时到下午六时，即收到各界群众控诉信及各处收听

广播的反映五百多件，接到控诉并要求枪毙这些罪犯的电话五十多次。有的要求把这些家

伙千刀万剐。上马街群众把‘五阎王’刺五百刺刀” 。People calling for torture,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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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情况在各个城市几乎如出一辙。在已经捕杀了相当一批人犯之后，各大中城市

均又依据最新的杀、关、管计划，在三四月间的某一天，采取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一捕

就是数千人。然后就是大规模的群众性公审大会和大批枪决人犯。值得注意的是，“镇

反”运动虽然公开以政治上的“反革命”为对象，实际上这时各个城市中主要打击和清除

的对象，特别是被拿出示众的那些典型人物，大部分都是在当地有影响的恶霸分子或有血

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因而其宣传鼓动工作很容易取得城市居民的理解与拥护。再加上各

城市普遍推广了各界代表会、座谈会、控诉会、公审会、展览会、广播大会等项办法：将

惩治反革命条例印发到家家户户：某处捕了一人，即召集该处群众报告原因：某处发生了

特务破坏事件，即向该处或其附近地方的群众作报告。甚至，考虑到城市居民热衷于看处

决人犯布告，一些地方还专门举办了写布告的训练班，使布告通俗易懂并具宣传力。所有

这些作法，再加上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控诉以及披露被杀人犯罪行的新闻报道，隔三

差五大版大版的杀、关、管名单，造成了强大的声势和震慑效果，并使群众切身感受到了

新政权的强大威力。影响所及，来自民众中间的检举密告信络绎不绝，甚至亲朋之间、骨

肉之间相互揭发者亦层出不穷，曾经与国民党或旧政权有过牵连者更是惊恐不已，或主动

交待自首，或偷偷将证件、武器丢掉，以免后患。 Caused a flood of denunciations, friend 

against friend, even among blood relatives, everyone afraid, the slightest accusation of complicity 

with KMT, throwing away evidence, even weapons. 

 

  大张旗鼓地实行“镇反”以来，由于各大中城市有意让民主党派和社会人士介入定案

和审判的过程，许多民主党派和社会人士出乎意料地表现出了积极拥护和热情参预的态

度。这种情况使毛泽东非常开心。他在一份报告中批示道：许多事情没有想到。很多同志

认为抗美援朝妨碍了工作，是额外负担，结果群众拥护，青年踊跃参军。“还有两件事是

出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

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就愈

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请民主人

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

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是相反，凡是看了

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于党外广大

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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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始开展“镇反”，民众的热情和要求节节升高，处决人犯的规

模也一波胜过一波。Putting trials and executions on public display created demand for more.  毛

泽东对此同样感到欢欣鼓舞。Mao was happy.  在 3 月 18 日表扬天津一个半月准备先处决

500，以人民之口赞扬这“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之后，他进而又于 4 月 22 日借公安部的

报告，公开表扬北京一天处决 200 个反革命“杀得好”，说“这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人

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第一次”，“证明害怕震动过大而束手束脚是不对

的，是没有根据的”。这种表扬，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各大中城市负责人放手大杀的勇气。

上海在这方面就后来居上，落实了公安部报告中关于处决人犯要“行动猛、火力足”的要

求。各地随后也都比着突破这一数字。Spread to Shanghai, which killed only about 100 people, 

and in small groups.上海 4 月 27 日大逮捕之前，所处决人犯之数不过 100 多人，除受到毛

泽东批评 3 月底匆忙一次处决人犯掉 90 以外，历次处决人犯多不过 9 人，一般只有二至

三人。而 4 月 27 日大逮捕一举就捕了 8359 人，仅 4 月 30 日一天就枪毙了 285 人，5 月 9

日再毙 28 人，6 月 15 日又一天枪毙了 284 人，以后即每隔数天枪毙一批，少则二三十

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到 11 月初，半年时间就已处决到将近 2000 人之数了。Then put 

together larger mass executions, and by November (1951), had killed nearly 2000. 

 

  镇反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不可避免地给了国民党的潜伏势力和派

遣特务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Spread like a thunderstorm to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建国后各

地频发的有国民党背景的武装暴动此后几近绝迹，对中共城市政权具有较大威胁的国民党

特务杀人放火式的破坏活动也大幅减少。比较国民党全国政权建立后所发动的“清党”运

动，以“消灭共产党” 为目标，结果却使共产党遍地开花的情况，中共的镇反运动对于

粉碎国民党东山再起的梦想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Succeeded in wiping out any trace of 

KMT influence anywhere.  更何况，镇反运动极大地实现了毛泽东发动群众的目标。

Accomplished Mao’s goal of activating the masses.  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各种形式的会议动员、

血泪控诉，镇反之后明显地形成了群众向共产党一边倒的情况。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民众自

动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包括不许被杀被判的反革命家属啼哭，对被指为反革命嗤之以

鼻，甚至连反革命的家属也不愿为被枪毙的亲属戴孝，村民不让反革命分子的尸体进村及

下葬等情况。Families not willing to bury their counterrevolutionary relatives, villages refused to 

allow them to be buried in public cemeteries.  可想而知，共产党和新政府的权威已经相当牢固

地树立起来了。Strengthened CCP’s hold on loc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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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由于镇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捕杀地方恶霸，以及惩处那些历史上曾经

为害共产党人的分子为重点，间接取缔打击任何可能结成团伙的社会黑恶势力，藉以发动

社会上的积极分子，组成联防及居民治安小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加强了社会的治

安力量，极大地降低了刑事案件的发案率。Greatly reduced and weakened anyone who might 

have been able to organize opposition to CCP.  仅以广西省南宁市一市为例，其镇反运动大规

模发动前的 1950 年，刑事案发案率为 4314 件，镇反运动大规模开展后的 1951 年，一下

子就降到了 1318 件，到镇反运动结束后的 1954 年，更降至 455 件，下降了 80%还多。过

去广西许多地区的共产党干部外出，多需要成排的武装护送，镇反后有两三个人即可以自

由行动了。那些在国民党时期长期受到地方黑恶势力、贪官污吏威胁欺压的社会中下阶

层，包括许多中小工商业者，之所以会对这种大捕大杀的镇反运动表示接受，甚至拥护，

此亦是其原因之一。 Places cadre could not go before now became safe for them.  Opposition 

eliminated.   

 

  但是，即使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标准，镇反运动无疑也已经发生扩大化了。But despite 

Mao’s warnings, the ZhenFan campaign had already been expanded.  

 

  自 3 月以来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

先的设想和计划。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

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

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杀、关、管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

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

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③。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

遍。Some places had to make up the numbers, didn’t have enough people to do the 

investigations, paperwork, and executions.  In many places, careless scrutiny of the cases, most of 

those arrested guilty only of misdemeanors, and the ratio of executions far exceeded the quotas of 

the Regulations. Indiscriminate arrests and indiscriminate killing was fairly 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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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长汀郑冠岑，世代书香门第出身，受过高等教育，一生从事教育，毫无民愤或血

债，只因抗战期间做过三年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就被作为历史反革命逮捕，并硬是张冠李

戴地将他人的罪过也扣到他的头上。而且既无口述交待材料，亦无检举揭发材料，甚至全

无审问笔录，更谈不上证人证言，只凭县公安局长一纸罪状，即被轻易枪杀。Fujian - 

People killed on the authority of a county-level public security official. 

 

  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

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

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

“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 200 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 人被枪

毙，5 人被判刑，4 人被开除公职，1 人下落不明。Forced confessions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积极追随中共，投身抗日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

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

同样既无民愤，亦无血债，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因挟嫌报复造成冤假错案，乃至于草菅人命的现象，在农村地区尤其严重。1953 年

春，因各地“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相当普遍，湖南在镇反运动期间曾复查过一些明

显存在问题的案件。在查出的 763 件各种反革命案件中，仅颠倒黑白的就有 82 件之多，

占到需要改正案件的 10.7%。其中湘潭县人民法院认定的一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

子”，罪行一是解放前充当“圈子会”的“大爷”：二是曾勒索他人光洋 1200 元：三是

解放后组织地富 300 余人进行反革命暴乱，殴打干部，企图推翻农会和篡夺乡政权。经

查，所定罪行全无证据，纯属诬陷。原因只是因为乡村农民和集镇居民竞选农会负责人

时，曾组织农民游行助威，被人怀恨在心，以致乘机裁赃报复。 

 

  以 1953 年经新华社记者和各级公安部门复核认定的贵州睛隆所谓“破坏土改同盟

军”的冤假错案为例。该地三区共有马场、中营、鲁打、大田四个乡，是汉、彝、苗、

倮、喇叭、革老等八个少数民族杂居地区。该案很大程度上因民族矛盾引起。原鲁打乡长

为喇叭族人，后由汉族陈谨修接任。陈行事违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引起少数民族干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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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陈即寻衅报复，藉“镇反”运动之机，用肉刑逼供出所谓反共委员会的组织。此案被

吊打的地主 305 人，农民 12 人(致死 6 人)，错杀 7 人，逮捕的 269 人，自杀的 20 人(地主

13、富农 1、农民 6)。 Beatings, false arrests, suicides, including rich peasants and ordinary 

peasants.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

反革命。Among the hardest hit were those KMT officials or military officers who surrendered, 

many of whom were named a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国共战争当中，中共

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对国民党起义及投诚人员“不咎既往”的优待政策，瓦解了国民党几

百万大军的战斗力的。但是，在镇反运动中，所有这些曾经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具有极

大感染力的政策文件，在各级干部眼里，都成了一纸空文。在许多地方，除去大批起义投

诚人员以外，很难找到更多的打击对象。 Many had earned great merit in the late stages of the 

civil war.  “However, in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suppression campaign, all of these people who 

had revolted against the KMT and had letters of appreciation, all became dead letters.  In several 

places, in addition to people who revolted in groups, it was hard to find targets to attack.” 

 

  因此，为了达到上级所要求的数字比例，在一些地方，各级干部不可避免地要把国民

党起义投诚人员，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列入到

“杀”、“关”、“管”的名单之中。In order to meet the targets, former KMT officials all 

became targets.  湖南茶陵 20 余名国民党中将和少将，除去港台者外，参加起义或投诚的 9

人，镇反运动中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 4 人被枪毙，3 人被判刑(2 人死于劳改期间)。

贵州省国民党统治末期的 81 个县的县长，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虽多半已

得到处理，甚至已安排工作，这时却因地方要凑够处决人犯数字，而全部被当作反革命分

子给杀掉了。 

 

  抗日将领，曾历任军参谋长、代军长、集团军参谋长及代司令之职的田西园，内战后

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应解放作战”，其组织的地下武装并直接接受了解放军第十二

兵团肖劲光的指挥。其后还成功策动武汉警察总队起义，保障了武汉市的通讯交通、水电

供应，免遭破坏。他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杀害。甚至像在全国范围内十分著

名的抗日将领李杜，在 1951 年的镇反运动中，也曾因信奉一贯道，而被定为反动会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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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密谋叛乱而被捕。只是因为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调阅了国民

党军团长以上、文官县长以上被捕者名单，偶然发现了李杜的名字，马上指示放人，李杜

才逃过一死。Deng Xiaoping was able to access some execution lists, got some of his former 

KMT allies taken off lists.  李杜，乃至于大批官至将军的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原本既在地

方统战名单之列，而他们的命运尚且如此，又可想而知大批官阶在团营以下的普通国民党

军官兵的命运将会如何。正因为如此，镇反开始后，沿海地区就不断发生内地居民纷纷偷

渡逃难到香港和境外的情况，影响所及，至今余波未尽。 而留在内地，能够活下来的起

义投诚人员或者家属，改革开放纷纷要求平反。已知仅湖南一省，经认定身份列入复查的

17145 人中，就有 13530 人得以撤销判决，恢复名誉，约占复查数的 79%。而列入复查的

被打成反革命的中共地下武装人员 3011 人，2291 人得以撤判纠正。在全国范围，总共有

15 万起义投诚人员被摘去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得到平反。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情况之一

斑。There were over 150,000 people who could be listed as historical counterrevolutionaries. 

 

  镇反运动刚一开始，就会出现各地捕杀范围迅速扩大，且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固然

有《条例》的规定太过宽泛，一些基层干部无法无天，少数人挟嫌报复，以及被鼓动起来

的群众缺乏理性等种种原因，但全国范围出现处决人犯失控的现象，显而易见还是与毛泽

东的全力推动分不开的。Once it got out of control, there was no way to draw it back—no law, 

no upper level power.  Also seen as inseparable from Mao Zedong’s  power.  由于中共党政不

分，组织结构自上而下高度集权，形成金字塔式的干部任用与监督体制，从而决定了毛泽

东提出的任务指标，不可避免地会被一层层化解为十分具体的形式分派下去。而每一级干

部又势必要通过努力完成上一级领导提出的任务指标，来表现自身能力和政绩。再加上许

多地方干部原本是军人出身，任务观点极重，习惯于简单地用武力将一切隐患消灭干净。

恰好毛泽东本人又非常习惯于运用数字来量化其任务指标和政策要求，结果也就使得各级

干部对完成，乃至于超额完成上级分派的数字指标格外热心。各地处决人犯数字的攀比而

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与地方干部争先恐后地想要向上级显示自身政绩和喜欢干净利落地

彻底解决问题的心态密切相关的。 

 

  据报，不到 5 月，两广地区就已捕了 188679 人，处决了 57032 人，其中“广东四月

份即处决一万零四百八十八名”。According to reports, in Guangdong/Guangxi, before May, 

they had arrested 188,679 people and executed 57,032, of whom they 10,488 were executed in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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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uangdong.  “至今年四月底止，华东共捕反革命罪犯三十五万八千余人，共杀反革命

罪犯十万零八千四百余人，占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更是惊人，不到 5 月中

旬，“杀人已近二十万，距人口千分之一点五只差五万左右”，远超出处决人犯一般不超

过人口千分之一的原则规定。而根据中南地区还要在 7000 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土改，还没

有消灭会道门，城市镇反也才开始进入高潮，“还有一大批人要杀”，不难想象其处决人

犯数必定要大大突破毛泽东此前所提出的最高限度，即千分之一点五。Hunan far exceeded 

Mao’s maximum of 1.5 per thousand. 

 

  更为重要的是，各地其实很快就已经发现大张旗鼓的“镇反”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

差。据报，“广西省委和省公安厅之检讨可杀可不杀的而被杀了的占总数的杀人数的百分

之三十左右，甚至龙州、雷平提出要杀的四十人既无犯罪事实，连出身、简单历史及年龄

都没有。县区个人都有杀人的，邕宁县委组织部长个人就批杀二百二十六人，苍梧一区先

杀后报十四人，又一个区杀而不报二十四人，宜山批准杀五十二人，贵县一次夜间从后门

拉出八人执行处决，有的地区乱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并都要求增大比例。Summary 

executions, secret executions. 钦廉专区二月份即押一万三千人，内钦县一县即捕八千人，钟

山县委不经讨论批准各区自行逮捕，结果全县捕一千一百二十六人，送到公安局之犯人有

的连材料都没有，仅写一个坏字。广东偏差的事实虽然不很多，不大，但高雷现押已达两

万多人，连平县擅自杀死二人，并让群众割肉回家。东江发生电刑审讯致死现象，湛江自

杀者十三人。中山县自杀者三十七人，确值注意。” 

5 

 面对这种情况，有过太多肃反扩大化和前一期土改杀人过多教训的一些地区的负责人，

已经开始紧急约束下级部门。山东分局 5 月初即下达指示，规定：“山东无论在农村，无

论在城市，镇反杀的比例数，均应低于千分之一为妥。”中南局 4 月中即明令湖南、河

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杀，四省处决人犯权收归省委掌握。但是，杀戒开起来容

易，关起来却远不那么便捷了。特别是许多基层乡县，人际关系原本就十分微妙复杂，其

中又难免涉及到一些原本就带有挟嫌报复性质的案件，自然是捕人容易放人难。结果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边上级下令停捕停杀，那边下级因害怕政策有变，纷纷抓紧杀

人。捕杀范围严重扩大化的中南地区，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中南局明令停止大捕大杀

之后，在不及一个月的时间里，其杀人数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下子从 15 万猛增到 20

万人之多，凭空就增加了 5 万人，弄得中南局负责人一时间莫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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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这个时候对杀人失控，而各地还一个劲儿地想要大杀特杀的情况，也感到不妥

了。Mao Zedong had lost control of the killing, and began to feel it was ineffective.  4 月 20 日，

他专门致电各中央局书记称：虽然 2 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

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且已

超过。Telegram on April 20, 1951 said that, although the ratio had been set at 0.5 per thousand 

population, Southwest had already reached 1 per thousand, Central South and East China have have 

reached 1 per thousand, and various places had surpassed that.  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

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Generally speaking, East China, Central 

South and Southwest may need to kill more than one per thousand to solve the problems.  但是，

超过太多似乎不妥。However, surpassing by too much is not appropriate.  柳州专区要求杀千

分之五，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Guizhou too high.我

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得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

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入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

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

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各省区负责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千分之点五计算，西南、中

南、华东三区就有十五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贵州省认为不杀千分之三就不符

合准和狠的原则，我倒觉得按贵州人口一千万已杀一万三，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

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

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上述意见的缺点就是执行起来很

麻烦，不如杀掉好，爽快。其好处就在经济方面有利益，政治方面也有某一方面的利益，

使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好说话。苏联过去对许多重罪犯就是这样处理的。此事

是否可行，请你们和一些同志商量一下，以其结果电告为盼”。 

 

  当然，各中央局领导人是不会对毛泽东的这一建议表示异议的。故毛泽东 5 月初从外

地刚一回京，就马上找来罗瑞卿，命令罗立即召开全国公安会议，部署全面收缩。同时，

他亦电告中南、西南等区的负责人，要求他们“严重注意”“镇反”捕人杀人失控的情

况。他电告华南分局说：“根据华南已杀五万七千多，现押犯人尚有十六万多的情况，华

南两省一市应和豫、鄂、湘、赣一样，从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

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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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此时态度之急，罗瑞卿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有过介绍。他说：

“原来我们是准备在六七月才开这个会，那天主席说不行，要马上开，把时间都规定好

了，要在五月十号开。我说，现在城市里面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各方面都比较紧急，恐怕马

上开会不好。他说：正因为紧急，才要马上开。” Luo Ruiqing called a meeting in May 

(earlier than planned) to slow things down. 

 

  根据毛泽东建议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基本上是毛亲自监督修改制定

的。会议承认：运动“后期有若干地方发生了简单粗糙现象，可杀可不杀的杀了一些，可

捕可不捕的捕了一些”，至于根本搞错的还尚未检查。在这种情况下，镇压反革命的运

动，必须及时地“从大胆放手的方针，改变为适当地加以收缩的方针”。 

 

  毛泽东又开始讲：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右倾比左倾好。右了你说纠正明天就可以

起来，容易纠正：左了以后就不好办。总之，“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

情，丧失了劳动力”。Mao Zedong: “Killing too many loses public sympathy and loses 

productivity.” 据此，《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明确提出：“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

必须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以内。将捕人批准的权限由县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

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凡是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

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

误。” 

 

  中共中央还特别针对高级民主人士及其家属的问题，发布了专门的指示。指示承认：

“现在有些非党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和其他方面的高级民主人士，因为他们

的家属和戚友，在土改和镇反中被杀、被捕、被‘扫地出门’;或被没收了城市中的若干

财产，已引起极大的不安和不满，对于统一战线已发生了极坏的影响。”因而要求：“对

于解放前，已开始参加反蒋斗争，已与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特别是高级民主人士，对于真

正起义的军官，在土改和镇反中，必须有意地予以特殊的照顾或宽大处理……决不可不加

区别地把他们与一般反动地主和反动军官一样对待。”不仅不得“扫地出门”和没收其城

市中的财产，而且“纵有若干劣迹，应尽可能劝其向群众低头认错，求得了结，而不加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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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其应加逮捕处刑者，亦应从宽处理”。必须逮捕和处死时，亦须先报中央局和中央批

准及备案。 

 

  事实上，还在全国公安会议正式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就收

回捕杀权和处理党、政、军、群众团体内反革命分子问题发出了指示，特别提出了一个避

免多杀人的死刑缓期执行的量刑方法。其指示的中心旨意，就是第一次明白规定了杀人的

标准，即：“只杀有血债的：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

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中共中央强调：这个方法既可以避免犯错误，

又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还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同时还能够保存大批的劳动

力，一举数得，因此，应尽量推广实行。包括农村中的反革命，除了人民要求杀的人必须

杀掉者外，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的政策。 

 

  各中央局及其下属各省市分区党委对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通常都相当迅速。如西南

区下属的川西区自接到“双十”指示后，1950 年 11 月处决了反革命分子 1188 人，12 月

处决了 942 人，1951 年 1 月处决 1309 人，2 月处决了 3030 人，3 月处决了 1076 人，4 月

处决了 844 人，而自得到毛泽东要求控制杀人的指示之后，从 4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总共

只杀了 403 人。川西党委 5 月 4 日明确批示：“从五月份起，一切无血债、放火、放毒、

暗杀及非杀不能平抑群众愤怒者，一律不许批杀，已批杀之各项犯人中，均将原批数中细

加审查，有无上述情况并有多少，望即查告。”  E 

 

  当然，仅仅要求各地谨慎处决人犯，暂停捕人和提出死刑缓期执行的办法，除对少数

地方外，并不足以根本解决捕杀数字过大的问题。这少数地方，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像

山东省，因为过去是老区，土改中已经大杀了几批，此次再杀，被杀人犯又接近了总人口

数的千分之零点五，故省委早就认为“这个数目已经到了不能再高的限度”了。其领导层

态度明确，禁止捕人的决心亦大。一是像上海市，因属工商业中心，经济生产任务很重，

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聚集，上海市委始终对大捕大杀心存疑虑，故在政策掌握上其军管会

较注意分寸。根据所捕人犯的情况，他们明显地主张收缩杀人数字。因而也早就提出“杀

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 [58]的要求，此时自然也容易控制。然而，其他地区掌握起来却复

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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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共中央 5 月底开始对外宣布的数字，这个时候“全国捕人一百五十万，其中已杀

五十万”。而事实上，各地所捕的人犯中，即使依据新标准，也还有大批要处决。饶漱石

就明确告诉中共中央说：华东在押的 26 万人犯中，年内至少还要杀掉 30000 多人。而南

京市委在毛泽东前一阶段全力督促下已经制定了多杀的计划，“已杀和预定今年内要杀的

人数，将超过一般城市杀人千分之点五的标准，而达人口千分之一之数。”且饶漱石亦明

确告诉中央称：“华东各地大城市镇反工作开展不久，群众痛恨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

的城市恶霸、大流氓、匪首、惯匪尚多未捕未杀……有的还敢用放火、杀人、破坏等手段

威胁群众(如吴蕴初工厂于大逮捕后被反革命放火烧掉，我本人在大逮捕后即连续接到几

次附上子弹的威胁信件等)。”所以华东各大中城市停止逮捕的时间还应展期。 

 

  另外一方面，各地随后也提出了所谓运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Problem of uneven 

development of the campaign.  如华北局即报告称：其所辖“各县区镇压反革命情况是不平

衡的，有的地方确已完满地完成了镇压反革命的任务，但有的地方仍有少数罪大恶极非杀

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甚至在积极破坏。至于根本未进行镇反工作，群

众完全未发动起来的村庄，也是有的”。“静海在镇压反革命后，仍有十六个村庄不抓不

杀就不能突破。嘉祥有百分之三十的村庄，还未发动群众起来镇压反革命：博爱尚有百分

四十的村庄，对反革命打击不够狠或很少打击，反革命分子仍在顽抗。像这样捕杀不足的

地方，如不继续发动群众，严厉镇压反革命，干部和群众自不会也不应满意。”特别是像

西南地区，因为 1951 年上半年才陆续开始实行土改，杀地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要严格

限制杀人比例也完全没有可能性。Especially in places in the Southwest, because they only 

began land reform in the latter half of 1951, and the work of killing landlords had just begun, if we 

want to strictly limit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being killed, it’s not possible.特别是对收缩方针和

死刑缓刑问题，不少地方都发生了思想混乱的情况。 Problem of theoretical chaos.  用华北

局的说法就是：“各地在传达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后，曾引起一部分群众以至中下级

干部的怀疑、不满与情绪低落。”为此，一向高度重视群众情绪的毛泽东，又不能不转而

发出指示强调：“‘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

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

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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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如此，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及中共中央相关指示传达后，大捕大杀的风潮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从以后的情况看，大规模捕人杀人事实上仍在继续，只是宣传

上不再大张旗鼓了。仅以华东地区为例， 1951 年 5 月统计的数字是，捕人犯 358000 余

名，处决 100840 余名。10 月的统计数字已成为：捕 468385 名，处决 139435 名。由此可

知，自 5 月之后的 4 个月里，华东方面又捕了 110000 人，并又处决了将近 40000 人。 In 

the four months after May 1951, East China arrested 110,000 people, and executed 40,000 people. 

 

  此后，虽然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镇反”运动一度让位给自 1951 年底开始的“三

反”“五反”运动。After this, although the Center demanded that “ZhenFan” should give 

way to the “sanfan and wu fan” campaigns,  arrests and executions continued from November 

1951 to August 1952.  但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8 月，各地又展开过新一轮的“镇反”运

动，仅华东地区就又捕了 71128 名，处决了 10727 名。并且该地区还进一步部署了第三阶

段“镇反”工作，要求再捕 55000 人，处决 12279 人。以华东第一阶段“镇反”处决

139435 人即已达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九四的比例来看，可知三个阶段下来，其被处

决人数注定要大大突破千分之一的比例了。在这里，杀人较少的如山东省，第一期镇反结

束后，事实上也突破了省委想要控制的不超过千分之零点五的比例，达到了千分之零点五

二的水平。 

 

  而中南局属下原本已捕杀较多的江西省，第一期镇反处决了 17699 人，关了 26232

人，管了 20091 人：第二期死刑 7402 人，缓刑 532 人，关了 5954 人，管了 14013 人，病

亡及自杀了 767 人：第三期又处决了 1019 人，关了 13697 人，管了 4985 人。三期镇反合

计处决掉 25588 人，判刑 46425 人，管制 39089 人。以江西省当时人口 1600 万人计算的

话，其处决人犯的比例也已经突破千分之一点五的最高限度，相当于千分之一点六的水平

了。Jiangxi exceeded the 1.5 per thousand limit on executions—1.6 per thousand.  而靠近沿海前

线的福建省，则更是破纪录地创造了千分之二点四的处决人犯比例。Fujian reached an 

execution rate of 2.4 per thousand. 

 

  严格地说，“镇反”中杀人、捕人，多少还有一些授权的限制。即使在 1951 年 6 月

以前杀人权实际上被下放到县一级，但至少在形式上还要交由上一级机关来审定，当事人

或群众还不能过分随意定夺。而杀、关、管的另一个重要环节管制的确定，在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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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本上靠当地干部甚或群众掌握，情况就更是严重失控了。在许多地区，尽管中共中

央规定被管制的人数比例不应超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三，实际上几乎所有地区都大大突破了

这一比例。In several areas, despite Central Committee regulation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to 

be incarcerated should not exceed 3 per thousand, in fact almost every locality greatly broke through 

his proportion. 

 

  以四川温江县隆平乡为例，据报：“全乡共管制 216 人，其中一个村就有 76 人……

有道徒 13 人，流氓 25 人，地主 13 人，反革命家属 8 人，被清洗农会干部 5 人(地主代理

人)，小偷 5 人，其他 7 人(还有个别与地主放过鸭子的也管起来了)。”不仅如此，被管制

人员还被编为劳改队，被派去从事重体力劳动，如修操场、代耕等等。一些村子的“被管

制的人均挨过打”。 

 

  贵州农村的情况更甚。据新华社记者 1953 年初报道：“贵州省农村中群众管制坏分

子的面宽、量大，已造成某些地区严重的混乱现象。被管制分子大部分都未经过有关公安

部门审查、批准，许多都是由群众或工作组干部说管就管。地主、反革命家属，一般都是

全家大小一律管，部分地区将小偷、游民、妓女也大都全家全部管了起来。Guizhou was 

one of the places with the worst excesses.  Entire families imprisoned, mistreated. 紫云县四区德兴

乡二村共有三百十户，居民一千六百二十七人，管制了二十三户(均全家管)一五零人，占

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中央规定(千分之三)的三十倍。Some villages 

incarcerated 9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个别极其严重的如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占该乡总

人口的二分之一。独山县基长乡全乡人口八三六一人，共管制四五六人，去年十二月经西

南公安部及省公安厅检查结果，仅十一人符合管制条件，不该管而管的四五四人。紫云县

一区松山镇五村，农协主席梁秀清贪污银元一元半，自己说出后，即被该村工作组员陆光

美宣布开除农会，管制起来。该县四区德兴乡一被开除的青年团员，因一次在馆子里跟地

主同桌吃饭(各自付钱)被管制。紫云县二区四村农民班长元两夫妻打架，被工作组宣布管

制一年。独山基长乡平定村罗登云，年已七十八岁，不能行动，亦无反革命活动，仅因其

一九二六年曾当过一年伪区长而被当作主要管制对象。”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

法，叫杀了 70 万，关了 120 万，管了 120 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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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 1954 年 1 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

共捕了 2,620,000 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 712000 余名，关了 1290000 余名，先后管

制了 1200000。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 380000 余名。”以被处决 71.2 万这个数字来

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 5 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这个数字，比毛泽东当

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显然高出了许多。So how many were killed, how many restricted, 

how many incarcerated in the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campaign?  Mao Zedong had a 

notion, that 700,000 were killed, 1.2 million were restricted, and 1.2 million were incarcerated.  This 

notion naturally had roots, because it came from a January 1954 report from Vice Minister of Public 

Security Xu Zirong.  Xu reported at that time: Since the 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began, more than 2,620,000 people have been arrested, of whom “more than 712,000 

counterrevolutionaries were killed, more than 1,290,000 were restricted, and 1.2 million were 

incarcerated.  After their arrest, about 380,000 people whose crimes were deemed not evil were 

released after education.”  Calculating the number 712,000 who were executed, it reached a level of 

1.24 per thousand of China’s population of 500 million at that time.  This number was somewhat 

higher than the 1 per thousand that Mao originally envisaged. 

 

  考虑到像上海等城市只处决了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左右，南京这样被要求多杀的城

市也只处决了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可知农村地区被处决的人数最多，许多地方早已大大突

破了千分之一点五，一些省区且已超过千分之二的水平了。如果注意到 1951 年 4 月下旬

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

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 71.2 万的这个数字。同样的情

况，比较上述贵州农村的管制情况，亦可知其所谓管制数小于判刑数的统计，也未必十分

准确。（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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